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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历史”的三重嬗变
——论青年卢卡奇的弥赛亚意识及其生成逻辑

摘  要

本文意图回溯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作品来考察卢卡奇关于历史的观念的嬗变。而这一嬗变乃是依托于弥赛亚意识的生成过程。这一弥赛亚的意识实质揭示了卢卡奇思想内部人类史和神圣史所产生的张力。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弥赛亚意识的背景重新考察卢卡奇与黑格尔哲学的关联以及内在于其思想的时间意识，并指出，当卢卡奇宣称“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体”时，乃是将反教条性的历史原则重新教条化，即走向一种“回归”神义论的“反动”。但是本文认为，重构历史内部的拯救并不能消灭弥赛亚行动所制造的“中间状态”，并实现对于受难者的普遍救赎，这乃是理论内部的背反。而为了拯救“革命的乌托邦”，弥赛亚意识在此背景下则被卢卡奇重释为索雷尔式的纯粹暴力，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卢卡奇的理论彻底激进化的结果。
关键词：弥赛亚主义 ；历史概念；时间意识；神义论；暴力。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trace back Lukács' works in the pre-Marxist period to examine Lukacs's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history. This transformation is based on the formation of Messianic consciousness.  This Messianic consciousness in essence reveals the tension generated by human history and sacred history within Lukács's theory. Based on thi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kács and Hegelian philosophy and the time consciousness of his thoughts in the background of Messianic consciousness, and it points out that when Lukács declares that "proletariat" is the "subject-object of history" which is to re-activize the anti-dogmatic historical principle, that is, to move toward a "reaction" of "return"of theology. Howev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building the internal salvation does not eliminate the "intermediate state" created by the Messianics and achieves universal redemption for the victims. This is a paradox within the theory. To rescue the “Revolution Utopia”, Messianic consciousness was reinterpreted by Lukacs as Sorel-style pure violence in this context, which in a sense was the result of radical radicalization of Lukács ' theory.
Keywords:messianism;concept of history;consciousness of time;theodicy;violence.
目录

引言
3
一． 时间与救赎的视野
5
（一）时间：堕落时代的“幕布”
5
（二）“内在性”（Inwardness）的救赎
7
二． 历史的弥赛亚
9
（一） 现代（Neuzeit）：救赎的时刻
9
（二） 无产阶级：遗忘与受难记忆的复活
13
（三）“从神义论中出走”
17
三． 弥赛亚的历史
21
（一）一个“未完成”的体系
21
（二）作为无产阶级教育手段的暴力
23
参考文献：
26
引言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卢卡奇奠定了现今关于马克思的著作解释的经典范式
，尽管这一看似无懈可击的解释路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就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本文的主要目标不是分析卢卡奇对于马克思的解释是否合理，而是意在将卢卡奇视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家来考察其从前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整个心路历程，这便需要充分注意到卢卡奇早期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并将其思想把握成依托于某一问题框架所展开的生成过程。
从《心灵与形式》（《Sinn und Form》）以及《小说理论》（《Die Theorie des Romans》）等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结集出版，卢卡奇经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十月革命之后这一段欧洲剧变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是对于进步这一现代理想的彻底失望和旧欧洲的死亡，但这一问题在十月革命后似乎找到了解决的出路。正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说：“我们大多数人，这些最后的西方的人，不断地追索；东方，像梦一般再一次升起（We most of all,late western men and women,search further;like a dream East rises again）。”
与此同时，在《小说理论》的序言中，卢卡奇也呼唤道：“谁将把我们从西方文明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 而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中，两个俄国作家扮演了西方文明的拯救者的角色，东方成为了从外部拯救衰朽的“旧欧洲”的“耶路撒冷”。而这一朝向东方的运动对于卢卡奇而言不仅意味着选择社会主义，同时它还意味着“犹太人”的身份以幽灵的形式复归，这一条道路就是弥赛亚主义
。而这也构成了其早期思想的基调，即对于此世的虚无主义冲动，和对于“新”的渴盼。
但弥赛亚的道路在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却难寻踪迹。卢卡奇选择了回到西方，也就是借助黑格尔的理论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再阐释。对于转向后的卢卡奇而言，宗教的因素被视为是消极的
。但是这一看似惊人的转变是否显露出与其早期的思想的完整关联？这一点是存疑的。卢卡奇并非天生的黑格尔主义者
，相反，借用阿尔都塞评价《1844年手稿》的话来说，选择黑格尔是“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
。如果人们忽略这一转变，而试图将《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解为早期观点的黑格尔式阐述，或者是简单地套用早年的范式，却也是极为武断的。我们需要的是寻求一条曲折的路径来理解这一嬗变。Michael Löwy认为，弥赛亚主义的复活在中欧的犹太思想家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而其中尤可注意的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论。这并非是要求卢卡奇的理论去与本雅明靠拢，而是通过本雅明的思想，去激活卢卡奇有意遮蔽的话语。
简而言之，我们试图将卢卡奇青年的思想理解为依托于弥赛亚主义的理论生成过程。而这一理论生成依赖于对历史以及拯救的形式等问题的极不相同的处置路径，而这一分析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类型学（Typology）分析，即将其理论中的弥赛亚意识区分为三种相继的形态，第一种是俄国式的新康德主义形态，第二种是马克思-黑格尔形态，第三种形态是所谓的“暴力”。
当然这一分析的目的并非是要将卢卡奇的思想解构成不相干的各部分，而是以此来更为准确地把握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卢卡奇深层的理论逻辑和思想困境。要理清卢卡奇的思想脉络就必须要回到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期作品构成了卢卡奇理论的元问题。

时间与救赎的视野
     （一）时间：堕落时代的“幕布”
“用费希特的话来说，小说是绝对罪恶时代的形式。”

《小说理论》的创作契机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意味着启蒙作为一种实现进步的历史计划的破灭，而浪漫主义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学说。如以赛亚·伯林所说：“人们转向了情感主义；人们突然转向原始遥远的事务——对遥远的时间、遥远的地方产生了兴趣；人们转向了无限，对无限的渴望喷涌而出。”
《小说理论》同样充斥着感伤的情绪，如其开头所叙述的：“在那幸福的年代里，星空就是人们能走的和即将要走的路的地图，在星光朗照之下，道路清晰可见。”
卢卡奇将黄金年代追述到了希腊，这是一种对于总体性记忆的回溯式盼望，相反地，人类在此刻所经历的生活乃是完整时代破裂的产物。
而随着“哲学”的产生，人类必然地从原初状态中走出，而哲学只能表征“‘内’与‘外’的断裂，自我与世界的本质区别，以及心灵与行为的区别”
。对于卢卡奇而言，康德哲学只是现代人逃离希腊之后宿命般的表达，乃是诸神离去之后的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有限性或者说有死性决定了人类生存境遇，而“人们自己创造的环境不再是一座可以安居乐业的祖宅，而是一座牢狱。”
这意味从永恒的史诗转向了有朽的悲剧，而在更早期的《悲剧的形而上学》（Metaphsik der tragödie）中，则表现为界限意识
，这一永恒的界限意识表现在救赎的不可能性上。

当时的卢卡奇仍处于韦伯的新康德主义框架之下，故而现代文明作为不可阻挡的过程亦被视为不可超越的“理性的囚笼”
。但是与韦伯试图在这一彻底祛魅的时代持守“天职”，亦与康德所划定的界限不同，卢卡奇选择了反叛这一世界，并且呼召“新世界”的到来。而这一拯救的话题最终归结于时间的讨论，或者说关于历史哲学的探讨上。然而不同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历史的抬高，在这一时期，历史乃是一个悲剧性的视域，它标定了拯救对于有限个体的不可能性。在这里，历史与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是同义词，它标定了人类秩序与神圣秩序的绝对的不相关性。这是康德哲学在人类历史领域极端化的结果。

时间的出现乃是人类彻底地逃离“希腊”的标志，也就是说它是启蒙的溢出物。在关于“幻灭的浪漫主义”一章中，卢卡奇指出，“这是一个完全被日常所支配的世界，是第二自然概念得到真正实现的世界。”
而在“完整的文化”中，时间被认为是永恒星体的旋转的度量，是永恒的形式，要么是太阳光的强度的度量
，因此时间与永恒乃是同义词，这意味着“无时间性”。而与主体的体验相关联的时间乃是神圣时代落幕的产物，“只有当时间与先验家乡的关联终止之时，时间才是决定性的。”
因此神圣领域和非神圣的世俗的世界被彻底地割裂，支配世俗世界的唯一原则就是时间，“理念和现实之间最大的差异是时间……存在于它不能抵抗滞重但持续的时间的流程……逐渐地夺走了主体所拥有的一切”
。而作为一种“腐蚀”原则的时间之流带来的是意义的缺场，它将“天堂”的意象置于绝对的“未来”。而在时间之流中，一切的生活都是不确定的，而真正的生活反而是并不真实的。
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视域，卢卡奇认为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时间并且争夺时间的权力
，也就是说从时间的内部来寻求救赎的可能。这并非是要求重建救恩史（Heilegeschichte）
。正如我们之后所看到的，康德对于历史的拒斥使得联结经验时间和神圣史的可能被终结，相反，他需要从经验时间的内部探寻某种“非历史性”拯救的可能。这并非说时间本身赋予了救赎以意义和秩序，而是因为时间乃是漂浮在“非神圣”时代的虚无之上的唯一的陆地。“时间”已经是这个堕落时代的幕布，而幕布之后却空无一物，救赎的行动只能在这一幕布所支撑的舞台上展开。
    （二）“内在性”（Inwardness）的救赎
卢卡奇寻求于两个原则的帮助，一个是回忆，另一个是希望
。卢卡奇指出，“希望与回忆的体验，战胜了时间的体验。”
陶伯斯（Jacob Taubes）认为，经历了数次流散之苦的犹太人通过记忆(Memory)恢复与上帝之间的立约的关系，并因此中断了由生灭的自然（Mortal nature）设定的纽带,而一种末世论的历史恰好是通过对于世俗时间的中断得以达成
。尽管时间就其本身而言给予了生活最低的秩序，但是这一秩序造成的是同质化的无限重复，而不能生产意义，这一同质化造成的是个体对于原初状态的遗忘。而对于失去家园的人类来说，时间始终将主体置于了一个难以扬弃的异在的失序状态。只有在记忆的视野里，人才能够建立与上帝的直接的关联
，而以此缓解自早期现代以来上帝与世界疏离的境况，并以此在无序的生活中寻求意义的视野。这是一条内在性（Inwardness）
超越的道路，但同时这是一条难以实在化的拯救之路，他设定了内在与外在世界的鸿沟。而这条道路在托尔斯泰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俄国的“弥赛亚们”手中被更为激进地处理，在他们看来，即使是虚无之上的碎裂的陆地的实存也遭受了质疑。
卢卡奇在早年对于俄国哲学有着极大的兴趣，据说在写完《小说理论》之后，卢卡奇还打算写作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
，而这在当时的西欧学界颇为流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国哲学受益于后康德时代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故而俄国哲学也可以看作是康德哲学的激进版本。
在俄国哲学，特别是托尔斯泰的理论中，时间以一种更为虚无和暴虐的形式出现。在他看来，我们唯一的知识只有日常经验知识，因此试图构建一种关于历史的普遍图式是不可能的，历史就其本身而言只不过是事件的无意义的堆积，而对于个体而言，历史就是一个超个体的自我决定的对象
。在一个彻底地丧失了本质的历史领域中，线性的时间被割裂成孤立的部分，于是在之前仍然可以通过回忆以追寻黄金年代的世俗领域陷入了虚无主义（nihilism）的危机之中，救赎的事件只能通过超验的“伟大时刻”才能照亮本质的道路。这是个体对于世界历史的“际缘性反抗”，是对于“命运”的不可能性的危险的拒绝。故而在《小说理论》的结尾，由托尔斯泰所带来的拯救道路被一种难以消除的悲剧色彩所笼罩：
“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离开这个绝对罪恶的年代，或者新事物的降临是不是通报了我们的希望。”

我们看到，在卢卡奇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其叙述视角乃是孤独的个体，因此对于个体而言时间乃是不可超越的，难以逾越的边界。从而试图在历史中构造一套救赎的计划在1919年之前的卢卡奇看来乃是荒谬至极的
。然而在其1919年那一次重要的“皈依”（Conversion）之后，历史离奇地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并且成为了卢卡奇的理论的支点。但这一转变却并不意味着全然地抛弃了其早期具有弥赛亚主义特质的思想，而是被内化于黑格尔的理论框架中。于是，在其之后的著作里，对于一种普遍历史的建构和其早期的反历史建构的倾向之间便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如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所说:“救赎不是一个内在发展的过程的结果，而这只是启蒙以来对于西方（或东方）弥赛亚主义的再阐释。”
这一信条指出了我们关于卢卡奇的弥赛亚主义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框架，即个体直接面对的人类历史领域与由“上帝”主导的神圣史领域的分异。而在根基于新教精神的新康德主义框架中，个体直接地面对着超验的上帝，神圣历史被内化为“此刻”的灵魂的上升运动。然而新康德主义仍然停留在了内在性，并使得历史被虚无化。但是弥赛亚的力量必须要对外部世界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内部发动变革，这也意味着其必须要超越并毁灭这一框架。
由此，在新康德主义的残骸上，卢卡奇构造了二十世纪早期最为宏大的历史哲学体系。而在这一体系中，弥赛亚的天使只能选择在那个不断堕落的视域中起飞，这使得其理论内部充满了弹性，因此我们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讨论必须将之置入到一种思想内部的激烈交锋的背景中。
历史的弥赛亚
现代（Neuzeit）：救赎的时刻
转向马克思主义甚至说转向黑格尔主义，不是简单地用历史来补充康德哲学的躯壳，这一理论的转变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前提。

实际上，从前马克思主义时期到马克思主义时期，卢卡奇批判的对象都是根源于启蒙哲学传统的历史实在论，因而，我们首先要追溯一种历史实在论的建构何以可能
。
在卢卡奇青年时期的论述中，时间是作为理念与现实的彻底分离而出场的，它标定了在日常领域的意义的空场，这一现象的产生归结于新教传统中上帝从世俗历史中的退场。在传统的基督宗教的观念中，历史并没有地位，单纯的人类史只意味着永恒的缺失
。而在基督论（Christology）的探讨中，一切的历史都以耶稣的生命历史作为核心而发生和阐述。历史也由此被划分为主前（before Christ）和主后（after Christ），而历史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完满，在耶稣复活和其再临之间的时间也因此被以线性的时间来解释：神圣史充满了世俗的时间，上帝直接地在历史中显现。
因此只有在基督之内，历史才始终是连续的，它始终是基督作为君王不断胜利的进程，就只存在有限和无限的区别，而不存在时间与永恒的绝对差异
,对于基督而言，“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
（希13:8）
但是，对于平信徒而言，这一解释并非无懈可击。历史中的耶稣和信仰中的耶稣无疑存在着危险的张力
，这一张力使得处于耶稣之后的人们难以仅仅通过信仰去确证天国来临的时刻，道成肉身这一事件本身就是对于弥赛亚主义最大的挑战。不过正如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所指出的，Cullmann的线性时间观乃是一种现代自然科学的建构
，而在早期现代以前，天主教会采取的乃是一种托勒密式（Ptolemic）的宇宙论。在这样一种宇宙论中，拯救是纵向的灵魂上升，这消解了由历史的耶稣所带来的内在张力。陶伯斯指出，近代观念史最重要的革命是哥白尼式的宇宙观取代了托勒密式的宇宙观，在这一转变中，天堂的意象退场，而拯救便只能依托于时间-历史领域,并且只能通过人类自己来予以证成
。于是在启蒙时代之后，人们从之前被动地“背叛上帝”到主动地“背叛上帝”，在历史领域重建信仰便似乎是理所应当的，而这就是所谓“进步取代天意”。
尽管这一举动被理解为“背叛上帝”的弑神运动，但是这一历史哲学的建构乃是信仰与时间被迫妥协的结果，是无法被时间化的神圣目的在经验空间中的被迫地显现，故而这一解决乃是悖论式的。它尽管保持了乌托邦的形象，但是这一乌托邦的形象却是非历史性的。尽管如此，哲人们认为他们可以在历史领域去不断地迫近这一最终的救赎。这也是进步主义及其各种变体的悖谬之所在
。
在《小说理论》中，为应对历史信仰的合法性危机，卢卡奇选择了俄罗斯化的新康德主义——逃避整全的历史哲学的建构，即将救赎内化为神圣的时刻。在选择了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后，其理论对手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仍然是变形了的进步主义历史哲学，即考茨基（Karl Kautsky）的经济主义
。这种理论主张奠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必然的历史事件，而其根本动力来自于生产力自身的革命性力量，因而革命被认为是从属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事件。

而在启蒙时代富有革命性的历史进步原则在20世纪早期变得教条化了，其最明显的特征表现为“权威的现在”，而这一权威的现在封闭了通往过去与未来的道路，这使得“历史被冻结为持续的现在。”
进步的要素被简单地等同于量的积累，而非质的变化。
这样一来，基于无限进步的历史哲学最后就消灭了历史（这似乎是极为悖谬的），他们急于将过去，未来同化于纯粹形式化的时间之流，这造成了时间的革命性的消失。现代（Neuzeit）于是被绝对化，从而闭塞了任何更新的可能。恩斯特·布洛赫指出，在《圣经》中“看哪，这太好了”和“我把这更新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
前者把世界看作是恒定的，而后者把世界视为是不断更新的过程。而卢卡奇认为，历史辩证法作为对于人类历史过程的总体性认知
，其目的便是要恢复现代的救赎意义。也就是说对于历史辩证法的复活不能简单地视作用历史领域去补充新康德主义（这乃是一种理论的“反动”），而是要将被非历史化的乌托邦意象重新的实在化。在弥赛亚主义的催化之下，乌托邦意象聚焦于现代（Neuzeit）并被重新赋予了末世论的含义。

现代（Neuzeit）或者用更为本雅明式的语言说“此刻”（Jetztzeit），乃是一个内在于危机的时刻。哈贝马斯指出，在黑格尔的作品（特别是《精神现象学》）中，现代成为了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其标志现时代与过去的割裂，以及对于过去的历史的完成，而这一时代意味着某种更新的未来即圣灵的王国的必然到来
。但是在同一时期的费希特的《现时代的基本特点》
中，现代则被理解了最为堕落的中间时代。而实质上两者的观点并没有矛盾，它们都指明现代的一个特质，即已经与原初状态脱离却尚未获得最终的救赎的中间状态，如本雅明所说，现代乃是一个漫长的“紧急状态
”。
然而对于这一由进步主义所开启的“紧急状态”是否还应该持续下去，卢卡奇是存疑的。莫尔特曼所指出：“历史的暴力”乃是由强者所施行的，他们必须将他们得胜的当下延续到将来。”
将共产主义的到来视为借由时间而到达的“乌托邦”想象，乃是将“紧急状态”视为是历史的常态，这乃是与作为胜利者的“资本家”的共谋。
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斗争”中，“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
从而无产阶级只能从资本主义所制定的历史计划中剥离开来而沉睡于拒绝被形式化的时间中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由资本主义所支配的世界历史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现代。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章中，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构建的理性的体系已经难以容纳自身体系中所逃逸出来的非理性力量，而非理性的力量必将以爆发式和灾难式的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的规律彻底失效。
是否应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绝非是一个纯粹由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主体性行动，这一决定指涉了一种刻不容缓的时间意识，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想和资产阶级一起，在趋向崩溃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屈辱地和痛苦地死去，它就必须承担这个任务。”
   于是我们应该将卢卡奇理论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解为应对末日灾难（Apocalypse）所做出的当下的行动，而将现在视为救赎的时刻，其目的是要彻底地终结由资本主义所制造的“紧急状态”
。如果借用施米特（Karl Schmidt）的一个重要概念“决断”（Dezision）来说
，施米特认为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而这是一个际缘性概念（Grenzenbegriff）,意味着主权概念的非常规性，这一非常规状态下做出的决断才是真正的决断，而这一决断绝对不能从规范性中推演出来
。
而决断来自于这一内在自洽的庞大体系的边缘。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替整个体系承担苦难，同时又被排除出体系的阶级
，它的存在是一种际缘性的存在。在这一由启蒙理性所构建的合理化体系中，无产阶级介乎于“人”与“物”之间，这两个状态乃是决然断裂又内在关联的，而这两个状态构成了支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两极。而正是这一断裂“中间形态”给予了“无产阶级”作为主体介入全然同质的体系的可能空间。同样的，由此刻的决断所开启的“紧急状态”在过程性的历史内部制造了一个中间地带。这是末世论在历史中的实在化，是神圣时间和世俗空间交错的时刻，它意味着处于世俗时间中的受难的个体在这一个时刻上升为神圣史的主体，并开始主导世界历史。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紧急状态”仍然是处于时间的束缚之中，这意味着它势必受时间的挑战，与之相关的历史神学建构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危机，这将在第三部分讨论。而接下来我们要从关于末世论的时间意识的讨论转向救赎的主体的探讨。
无产阶级：遗忘与受难记忆的复活
     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述是以宗教批判作为肇端。而这一宗教批判不仅是对于实证（Positive）宗教的批判，更是对于由宗教所产生的虚假的“天职”（Berufs）观念的批判。
我们应该将宗教批判理解为这样的目的，即宗教批判的目的不是对于宗教的超越性精神的消灭，恰恰相反，宗教的批判乃引导着自由精神的回归
。现代社会乃是诸神退场的产物
，但是天堂的神的退场却意味着俗世的神的出场，这就是以商品拜物教（Fetischismus）所主导的信仰体系
。而商品拜物教的信仰对象就是商品，或者说物(Ding),故而商品拜物教乃是一种“物神论”。在卢卡奇的论述中，拜物教被理解为物化现象，而物化现象在主体维度被理解为物化意识，即“人格的客体化”而成为孤立的旁观者
。伴随着主体的客体化，日常的机械劳动又被冠以了“工作伦理”的名义，并且与“天职的观念”相关联
。对于处于拜物教所支配的个体而言，世界以无法被变更的形式呈现，即所谓事实性
。
   以上是从直接的信仰者与“神圣实体”的关联中来阐释这一信仰体系的。但是资本主义并非只是一种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它主导了生活的视野。正如本雅明所说：“（资本主义）把不能找到宽释的罪的广泛的感觉抓住了崇拜……这样一劳永逸地把上帝包含在罪的体系之中并借此在祂的心中唤起一种对赎罪过程的兴趣。”
但是这样一种难以洗刷的罪感并非是他者所强加上去的（尽管他者在这一过程中是最大的诱因），而是一种自我阉割的结果，是上帝远离世界的副产品。而在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苦难与一劳永逸的许诺联系在一起，实现拯救的可能只有在使世界彻底地绝望的前提下，才能迎来上帝的降临
。这样，救赎就是通过不断地“负罪”而达到“赎罪”的目的
，但赎罪并不能缓解罪愆，而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动。这使得资本主义所建构的历史救赎体系本身就伴随着持续的历史暴力。
   回到卢卡奇，似乎物化理论缺少历时性的分析，而更多的是一种现象学描述
。但显然这是一种对理论的“中立化”行为。就卢卡奇物化现象的分析而言，其基本得益于马克思以及韦伯的学说，甚至在《小说理论》中，物化的理论已经有所萌芽
。但是卢卡奇的关于物化的论述显然不限于此，其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这一吊诡的救赎体系的批判，故而这涉及到物化意识背后的时间意识。阿多诺（Theodore Adorno）指出：“记忆的丧失正是科学的先验条件，一切物化过程都是遗忘过程。”
卢卡奇同样将物化归结为对于起源的必然性的遗忘，或者说对于创造者身份的遗忘以及关于其创造物的遗忘的历史结果。
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对于自然的数学化的进程（或者说韦伯的合理化）乃是与人类的福祉和自由与必然关联的，而这一信念所驱动的结果乃是一种基于普遍数学基础上的主体哲学。卢卡奇指出这一将主体的认识能力数学化的是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并被不受质疑地接受的
。在随后批判康德的章节中，卢卡奇认为：“康德要把认识的主体和“人”分离开来，并把认识者变为了纯粹的即纯粹形式的主体”，而因此主体的创造的活动“他也仍旧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事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这指出了近代理性主义的悖谬，当启蒙使得主体摆脱自然的束缚的同时，却仍然受困于自身所创造的客体化的理性体系中。然而这一不自由的生存境遇在政治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中被隐秘地遗忘，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在现实中不自由的境况被视为是“非常状态”予以了悬置，于是无产阶级作为“现代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却被置于了历史的外部，而沦为了旁观者式的主体，除了拥有“人”这一空头支票外（如之前所说，物和人的观念是内在连接的两极），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因此不断胜利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很难去直面其所制造的“负罪”的牺牲者，并且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于该一“历史神学”的直接的冲击。基于此，卢卡奇要求复活历史的真正的主体并以此而重建历史哲学，而后者在原则架构上要摆脱前者的陷阱，即拒斥对于世俗史的神圣化的过程。
当向前的拯救道路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指向向后的拯救
。而这一指向起源的拯救行动乃是构成无产阶级的意识的可能性条件，正是在向后的行动中，无产阶级的立场（Stellung）才不被视为一个臆想的设定
。
向后的回忆性救赎行为与《小说理论》中的概念一脉相承，而这也使得卢卡奇理论中黑格尔的位置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在前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以及本雅明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典型历史的暴力结构，乃是胜利者的历史
。本雅明认为，由过去的死者所托付的拯救的期望不能仅仅被视为是必要的牺牲者，在道义上，我们现代人必须对死者负责。这呼唤“过去的受难意象”，而这一“过去的受难意象”要求恢复受难者的话语以及现代人对于历史暴力的反抗意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受难的意象构成了对整全的“帝国式”历史书写的全面挑战。
卢卡奇认为，现代社会必然会淹没在非理性所制造的末日灾难中，它意味着那被压迫者的他者的话语在此刻的内在崩溃
。尽管卢卡奇认为由被压制的他者自发地所制造的灾难必须要被置入理性的历史哲学之中，但是他注意到在由纯粹形式化的理性所构建的铁幕之后的受难者的呼告，而这一被遗忘的受难记忆必须要在此刻的革命行动中受到唤醒，并自我意识到其作为历史的主-客体的身份。
在一篇关于弥赛亚主义的人类学考察中，作者指出大多数救赎宗教都基本采取这样一个模式即1.弥赛亚在最初的时代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2.因为某种原因，弥赛亚被迫出走或者被民众遗忘，而世界陷入了堕落。3.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弥赛亚将会回到世界，并且毁灭其所创造的世界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启蒙的叙事中，这一模式呈现为世俗救赎中的自我立约（这也意味着人既是立约的主体也是客体），而物化便意味着对于约定的遗忘。而在关于康德的批判中，他指出康德哲学的悖谬在于对于给定性自身的起源的压制，即主体的创造表现为内在性行为。
于是回到起源（Genesis）的意识指向了“被埋葬的人的复活”
，即关于原初立约的记忆的恢复，而这指涉着时间的当下的中断与重建。而这一重建指的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拯救主体的产生以及其“第二次创世”的行动。
“第二次创世”实际上存在两重意涵，并以此衔接着从前马克思主义的“拒斥历史”暴力批判到该阶段的重建历史哲学的行动。换句话说，第二次创世乃是卢卡奇理论中的弥赛亚主义的第二种形态的总结。

首先他要完成《小说理论》所规定的“拯救时间”的任务
，时间-历史在进步主义的视野里既是一味灵药也是难以摆脱的阴影。而通过回到起源的行为，无产阶级逃脱了被必然遗忘的历史宿命，而其最终的指归是通过唤回对于原初约定的记忆来重建“人”作为创造者的历史。
伴随着回忆过程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即对于创世的我们的自我意识，而这是对于旧秩序的末世论宣判。
次之，第二次创世指向了对于旧秩序的超越，即一种新的建构。而旧的秩序已经行将解体，但正如莫尔特曼所言，终末的意义不在于时间的彻底地结束，而在于更新和创造。
意味着到“海上去建造一个新的雅典”，而这一新的雅典即是人的历史，即从神义论的暴力中实现的最后的解放。但是无法回避的是，在毁灭过程中具有否定性的历史性原则，在重建的过程中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教条性原则？这是时间-历史难以摆脱的二重性困境。
阿多诺认为，卢卡奇仍然深陷于主体哲学之中，其根本内核仍然是浪漫主义的，
“无产阶级”只是启蒙传统的主体哲学的延续。《历史与阶级意识》则被理解为重建启蒙的尝试,而无产阶级则是抽象的主体。不过这一指责并非切中肯綮。卢卡奇认为：“斯宾诺莎宣布的观念的秩序和联系同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同一看起来相当接近这种立场。”
作为历史的“主-客”的无产阶级便与斯宾诺莎式大全（ALL）具有相似的特质。尽管这克服了抽象主体的谬误，但在斯宾诺莎式的体系里，即便像加添加剂一样加入了“黑格尔式”的历史感，也很难不重新回到其所反叛的神圣家族。而对于需要“拯救时间”的卢卡奇而言，试图再塑造一个更为强大的历史主体从其理论的初衷而言也是越界的。
如肖勒姆所说，弥赛亚的到来非是内在于历史的结果，它只有通过超验的灾难性介入才能完满整个历史
。故而弥赛亚主义要求在神圣史和世俗史之间划定界限，这意味着它通过划定界限而拒斥了历史领域与救赎的直接结合，而同时又承认了时间对于救赎的挑战。而借助于黑格尔，末世论的“理念”在此刻实在化，并彻底地终结了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但是这也使得末世论自身要直面革命之后的时间的挑战。这也因此需要以此考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卢卡奇的体系中以什么样的形态展开，并以此而澄清在卢卡奇的理论中指意不明的历史概念。

  （三）“从神义论中出走”
         当我们将卢卡奇视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时，并不指涉其对于主体性的凸显，而是用洛维特的话说，卢卡奇“按照上帝国在未来实现的蓝本来理解历史程序，把历史哲学看作是一种神义论。”
故而历史辩证法的构成了新历史哲学的骨架。而这一体系在卢卡奇看来是对于新康德主义的超越，或者说对于激进化的康德历史哲学的超越
。尽管卢卡奇拒斥将自己的理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打上等号
，但是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是外在的批判。而事实上当弥赛亚主义被作为浪漫主义或是非理性主义予以雪藏之后，卢卡奇从其理论的表面形态而言基本是黑格尔式的
。
实质上卢卡奇对于启蒙始终持有一种暧昧的态度，一方面他要寻求从外部也就是“东方”对于现代文明的彻底地批判，另一方面他又要从内部重建现代性。而这二者的矛盾性都汇集到卢卡奇一个核心概念——总体性（Totalität）上。
   在《小说理论》中，总体更多地是一种价值悬设，这也意味着总体并非是内在于历史的目的（Telos）,是基于“回忆”这一向后的救赎的乌托邦式的希望。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总体不再只是具有价值悬设的含义
，而是在历史中实在的大全整体。但是我们推究总体在马克思文本中的依据，就会更为清晰地发觉其不同之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具体的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因而具体的总体也绝非历史的实在的过程，这恰好要避免“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
而卢卡奇将总体与实在的普遍历史的过程直接地等同，在总体内部，事实被内化为构成总体的环节（Moment）,而对于物化结构的超越也意味者总体内部的必然性，这也意味着借助于不断生成的历史的总体，人类悲剧性的生存境况会在历史的内部得到普世的解决，换句话说时间-历史领域在这一神圣空间中被替换，吞噬。
因此卢卡奇所构造的历史哲学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全然内在性的神义论体系，换句话说，无产阶级革命更多地是提线木偶式的“无主体”式的运动。即使他试图用现实中的积极的政治行动来消解黑格尔产生的保守主义倾向
，但政治行动都必然地被这一最终和解的体系所被动地神圣化，而革命是“历史机器”所不断生产的副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格尔的体系与进步主义站在了同一条战线，只不过后者消极地“背叛上帝”，而前者是在历史中以构造一个上帝的形式主动地“弑神”，黑格尔的历史填补了进步主义勃兴之后的去神化的世俗领域。正如洛维特所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三位一体的世俗版本，也就是说世界历史乃是由耶稣受难的事件所充满了的历史，而现代的历史乃是基督精神的积极地实现。
但是这一过程超越了个体的认知，故而从人类史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小说理论》中所标识的时间的领域出发，世界历史表现为“宰割的屠场”。
 但是在神圣历史层面，世俗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乃是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的手段。
 因此尽管历史人类史乃是趋向堕落的过程，但是按本雅明的话说：“（资本主义）直到绝望变成了一种世界的宗教状态为止，即这样就能够导向拯救。”
因此，人类史的苦难（“紧急状态”）在神圣历史的层面被视为是上帝的“祭坛”，其价值在于作为“必然实现的自由意识”的祭品。
 故而在黑格尔的视域里，“我们的确是透过胜利者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当然不是透过受害者的目光。”
在这里黑格尔就面临着一个典型的诺斯替主义式的困境：为何历史中的受苦对于拯救来说是必要的？

相同的问题同样纠缠着卢卡奇的历史哲学建构。当个体被被抬升为历史的主-客体的“无产阶级”时，历史也就被书写为无产阶级得救的历史，而尚处于未被彻底地神圣化的时间-历史中未觉醒个体，则会成为体系边缘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意味着这种“救恩史式”的拯救难以摆脱受难者的幽灵。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犹太人不能通过放弃自己的身份和信仰即所谓归化来实现解放，犹太人的解放需要将自身从所谓的“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
而这样一种基督教视角中的“犹太精神”恰好是一种被迫的“自我启蒙”的方式。同样，当处于“际缘状态”的无产阶级通过夺取历史的统治权来接替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时，无产阶级也不啻于对自身行了一次“割礼”。故而我们要辨析，卢卡奇在转向了黑格尔之后，出走神义论拯救的话语如何存在于神义论的框架中。而这需要我们总结前两部分对于卢卡奇的历史概念的分析，而基于此探究在黑格尔框架下建构的弥赛亚主义所产生的理论后果。
卢卡奇的历史概念分为①史前史和②.现代史③人的历史（真正的历史）三个部分，而这三个概念成了其整个历史建构的三个环节；但是三者并非是相继，而是在逻辑上构成了卢卡奇对于历史的不同解释空间。
①所谓史前史乃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揭露，是对于同质化的历史的中断。关于史前史的描述乃是对于受难记忆的复活，而《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的分析对于物化现象的永恒性的批判，是“从当前来远眺过去”
的历史书写，也就是说对于物化意识的发生史过程中潜在的暴力的复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故而在这一对于历史的理解中，卢卡奇意图在于对神义论体系进行完整地剖析，这乃是其承继早期新康德主义时期的理论前提。
②现代史或者说当代史乃是卢卡奇在转向黑格尔后建构历史哲学的起点，在早期处于彼岸的拯救事件被移植到了历史的内部。实质上现代史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环节，它是史前史与真正的历史之间的区域。“历史唯物主义使得过去把当下带入一种紧急状态”
，也就是说，当无产阶级的革命在“现代”发生之后，资本主义的命运就在此事件中得到了宣判，但是这不意味者飞跃或者说历史的直接的中止，只是使得资本主义的历史时间处于一种不断“耗散”的过程之中，换句话说被此刻化的末世论并非直接地等同于历史的解决，在毁灭与重建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空间。而在耗散的终点，无产阶级将恢复对于历史的统治，而执行“第二次创造”的历史使命。
③而现代历史的终点被设置为“人的历史”的开端，即对于物的历史的彻底地超越，也就是对于维科“真理即是创造”的彻底化。
不过“人的历史”的含义在卢卡奇的书中处于极为尴尬的位置。卢卡奇将人的历史界定为“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
并且认为人的历史绝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姑且不讨论这一辩护是站得住脚，但我们注意到在卢卡奇的理论中“人”与处于历史之中的个体存在着明显的张力，而“人”的含义在其历史建构中乃是一个困难的盲点，它既无法下决心摆脱人道主义的羁绊，也很难以以此来构造一个超越于旧时代的“新人”。
如果将“史前史”视为一种未完成状态，而真正的历史则被视为历史的完成。正如本雅明在《神学-政治学残篇》中说：“因此神国并不是历史动力的目的（Telos）……从历史的立足点看，它不是目标，而是终结（End）。”
因此弥赛亚的到来是终结而非指向确定目的开端，故而对于当前历史的秩序而言，一个新（Novum）的历史的时段是纯粹的超越性。也就是说，世俗的历史秩序与关乎拯救的神圣叙事在末日灾难中发生了断裂，这使得世俗的时间-历史难以被神圣化。尽管这一拯救的事件必须是一个历史中的事件而非纯粹的内在超越性。

对于基督教而言，历史的道路已经在“道成肉身”的基督中显现，而对于青年时期的卢卡奇来说，真实的人类历史非已经被圣灵充满的神圣历史，这也意味着神义论式的历史哲学的建构对于弥赛亚意识而言并非是一个可信赖的支撑点。
如布洛赫所说，人子是末世论的称号，而主基督乃是狂热的崇拜，在犹太社团中作为现存秩序的反叛者出现的人子在基督教会的文献里却被认为是胜利的君王。
相应的，在卢卡奇的书中，无产阶级从作为受难者的工人，向具有历史的统治者的转变显然是存在难点的
 。当无产阶级克服了物的束缚后，已经成为了“人”的无产阶级和尚未成为“人”的个体之间又被重新地编码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只不过统治的关系不再借助于物的支配力量，而是借助于历史哲学内在所制造的时间差异所产生的力量。  

如果对于犹太人而言，弥赛亚决不能作为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产生出来，而对于个体而言，弥赛亚主义意味着神圣史和人类史在末日灾难中的断裂，这也使得在末日灾难和最终的终结之间建立了一个中间的区域。故而当卢卡奇宣称了弥赛亚的到来与物化历史的终结时，历史不是走向必将迎来的胜利，而是进入了一个弥赛亚内部的时间，一个不断耗散的“旧”历史。换句话说，黑格尔式的弥赛亚主义乃是一个悖谬（Paradox），这一体系大厦建构的时刻也同时意味着体系的解体。
弥赛亚的历史

     （一）一个“未完成”的体系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前半部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抱有着极为乐观的态度，似乎“被赋予”的无产阶级意识及其历史使命是无需证明的。而在后半部分却观望不前，乃至将这种受卢森堡影响的有机论视为是纯粹“乌托邦式”的，而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也有赖于漫长的历史过程，故而作为无产阶级的教育者的组织只能被迫出场。
这导源于“决胜之役”和“最后的胜利”之间存在着理性难以穿过的“非理性的裂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被置入激进革命语境中的黑格尔理论的必然后果，是难以直面时间与救赎热情之间的张力的失效。
       阿甘本指出，终末论不应该被理解为“时间的终末”，而应该被理解为“终末的时间”，故而在弥赛亚介入世俗历史后，时间不是立刻终止，而是处于不断耗散的状态。
而在《来临中的上帝》中莫尔特曼则将终末之后的时间理解为不断更新的时间，而终末也意味着新的时间对于旧的时间的持续更新，而非仅仅依赖“紧急状态”的中止性行动就一蹴而就。
而在卢卡奇文本中，作为末日灾难而终结旧秩序的阶级战争与创造新秩序的自由王国之间存在着时间的延迟，前者需要将时间置入真正的“紧急状态”中，而后一阶段则需要新的时间取代旧的时间，并完满弥赛亚的拯救得以终结。这使得卢卡奇的整个体系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内在裂缝，其整个理论也因此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但是于卢卡奇而言，面向空乏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倒向黑格尔，即使其全部的框架都是黑格尔式的。因为黑格尔乃是生活在千年王国之中的思想家，于他而言，历史的内在逻辑已经在耶稣复活的时刻（Kairos）得到了明证。
而对于马克思以及卢卡奇(就其理论的出发点而言，而不就其理论最终呈现的形态而言)来说，他们处在千年王国尚未来到的史前史黑暗之中，“世界对于马克思和基尔克果来说变成异己的，而黑格尔却在它里面‘安家’。”
因此空乏是面向当下历史的内在批判的所必须要面对的黑暗，它指涉了对合法性与非法性交错的空间，也是已经走出内在性却尚未介入历史的主体所处于的“中间区域”。

          “未完成性”实质上根植于弥赛亚主义内部的分化。Robinbach在“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Apolypse”一文中指出：弥赛亚传统中长期共存着两种并不内在自洽的倾向，一种是所谓“革命的虚无主义”（Revolutionary nihilism）与“秘传的精英主义”（Esoteric intellectualism）。而弥赛亚主义的核心的要素乃是灾难性（Cataclysmic），即马克思所要求的世界的彻底地革命化。不过尽管末日灾难和世界的彻底更新是历史中的事件，但是这一事件与个体的行为以及内在于历史的力量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故而弥赛亚主义在关于“异质性”的救赎狂热被包裹在一种悲观主义情绪中，而这在古犹太教的传统中表现为对于“此世”的隐忍的被动性（passivity）。在卢卡奇的理论中这表现为只有特定的群体（先锋党）才具有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普通的无产阶级民众没有能力自发地走向革命。
这使得卢卡奇关于革命的呼召明显地存在“面向此世的无能”和“对异质性秩序的渴求”的分裂。
    所以就不难理解，卢卡奇用了极大的篇幅来探讨一个看似非常应用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无产阶级的教育问题”。
（施米特在莱辛《论人类的教育》的编辑手记中指出，莱辛关于教育的历史哲学深刻地影响了费希特，黑格尔的相关论述。
卢卡奇在此问题上所受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如在黑格尔的作品中这一教育者以现象学家的身份出现，而在卢卡奇的作品中则以先锋党的形象出现
）。这个问题又可以转变成另一个问题，即如果革命本身被认为就是一个漫长的意识革命的过程
，如何去处置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间的关系。同时期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heim）区分了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故而一种持续的超越性的精神难免为意识形态所收编。而从意识形态之中拯救革命意识本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题中之意，然而在通常的理解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革命之前的准备性工作，但实质上，真正的意识形态批判发生在持续的革命行动的内部。
如《罗马书》所言：“现在已经是是由睡梦中醒来的时辰了，因为我们的救恩，现今比我们当初信的时候更临近了。黑夜深了，白日已近。（罗13:11-13）”
亟待救赎的压力使得无产阶级不能逃避即时的行动，在这不断耗散的“旧”的时间内部，持守弥赛亚的渴望乃是革命策略和组织问题的核心。
      （二）作为无产阶级教育手段的暴力
   无产阶级的教育之路实质就是“暴力”之路。暴力构成了卢卡奇理论中弥赛亚主义的第三重意涵，而以此区别于之前俄国式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马克思框架下的弥赛亚主义。当个体的行动已经走出内在性，却又无法与神圣历史所关联时，暴力乃是处于这一“中间区域”唯一的行动手段。暴力不同于黑格尔式的扬弃异化的行动，也不是现实主义的政治行动。暴力就是为了反抗而反抗的中止性活动，其目的乃是要撕裂资本主义所缔造的合法性空间。而在卢卡奇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完全无原则的解决办法，才有可能做到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实际和有原则的拒绝。”这一策略使得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

显然这一策略是彻彻底底的索雷尔式的
。而在索雷尔（Sorel）的理论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罢工手段,一种是所谓政治的总罢工，而政治的总罢工“展示的是，国家将不会失去它的任何力量，权力怎样从特权者向特权者转移，生产者大众将如何更换他们的主子。”
与之相对立是所谓无产阶级的总罢工，总罢工把消灭国家暴力视为自己唯一的任务。
实质上后一种罢工行动并非是有着现实目的的政治行动，而是为了反抗而反抗的伦理式行为，一种“尊贵的英雄主义情怀”，它意味着“生活的更新，青春活力的恢复，创造力的解放，向荷马时代的简朴生活……而这是不能没有暴力这件自由的武器而只用劝说就能获得的。”
故而索雷尔依据暴力所建构的阶级斗争理论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美学，乃是政治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的正统传人，在他们的理论中，革命的行动是“非世界性”。故而暴力拒绝预先设定的目标，这使得其与传统的将革命视为复归的革命概念大相径庭。

与暴力相联系的乃是另一个关键的概念，即“神话”。神话乃是“一个阶级最强烈的愿望，这些愿望……会赋予未来的行动愿望。”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总罢工的政治神话“是一种伟大力量的源泉”，而这与是否将其运用到未来历史的讨论是无关的。
作为一种动态的图景，神话绝不同于静态的乌托邦幻象，后者乃是用科学主义的方式所构造的静态图像，就其自身而言，只是规范的体系。

在卢卡奇的理论中，乌托邦乃是物化逻辑的共谋，其表现为一种对于当下的不决断的态度。
故而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反复提到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第二次创世的行动在第三层的意涵上是一种索雷尔式的神话图景。其并非描述实在意义的历史图景，而是给予反抗行动予以精神上的弥赛亚力量，恢复无产阶级的好战的品性。在《合法性与非法性》一章中，暴力制造了一种介乎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间的“非常状态”，使得无产阶级在这一空间内保持了一种反抗的动力，而这就实现了无产阶级对于自身的教育。

毫无疑问，“暴力”的登场只是早期的幽灵的复活。弥赛亚的意识在持续的“教育”过程中被彻底化，历史反而变成了烫手的山芋，被有意地虚化，这意味着与弥赛亚意识所捆绑的“历史哲学”的解体。面向历史的理性化的拯救图式嬗变为面向“尚未”的终末式狂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理论后果是反-卢卡奇式。

实际上，所谓“未完成”性乃是体系内部解体的产物。起初他的目的是想构造一个超越其早期新康德主义的整全性体系。
然而历史哲学体系并不能承担拯救的任务。故而只能将历史领域置入了漫长的“紧急状态”之中，而这只是其神义论崩塌的副产品。
“暴力”作为持守“弥赛亚”期盼的手段只是悲观主义式的解决，它将历史阐释为不断坍缩而难以的终结的悖谬式境况。历史领域也因此处于暧昧的境地，而是否需要实在的“历史哲学”成为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了却的心结。不夸张地说，在卢卡奇之后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他们所构建的弥赛亚的体系，要么是在重复卢卡奇的语言要么就是将前者残破的肢体随意拼凑。而就其自身的思想生成而言，《历史与阶级意识》并没有实现对于《小说理论》中“时间”领域的克服，而聚焦于“合法性”与“非法性”，“机会主义”与“乌托邦”的矛盾之中。卢卡奇的拯救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划定的疆界的边缘徘徊，以等待弥赛亚到来的时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左派的神学天城，而选择了从人间出发的道路。从而以经济生产为中心的世俗历史便已经彻底地与救赎叙事分离。不同于卢卡奇“宣教式”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在人类史内部为革命的可能性寻求科学之维。而按照洛维特的解释，马克思像以色列的先知一般预言了革命发生的时序，而历史唯物主义被解释为趋向必然拯救的革命历史。
这种理解实际上似是而非，尽管我们要承认，在马克思冷峻的科学分析背后仍然保留着自由王国的终极理想。因此就有必要以卢卡奇关于此问题的探讨为基础回归到马克思，并使马克思直面“时间”领域的挑战。然而本文限于篇幅和主题，我们无法就此话题再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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